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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第三极”, 又有“亚洲水塔”之称, 对其周边地区的水文和气候系统有重要影响. 青藏高

原是亚洲许多大河的发源地, 其冰川与河川径流变化影响到周边数十亿人口. 本文介绍了青藏高原河川径流观测

现状, 回顾了青藏高原河川径流变化研究. 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 黄河源区年径流呈减少趋势、长江源区年径

流呈微弱增加趋势, 青藏高原其他江河源区的年径流没有显著的变化趋势. 黄河上游、澜沧江上游、沱沱河及拉

萨河源区的春季径流有增加趋势. 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 随着降水和冰雪融水增加, 青藏高原大部分河流源区径流

增加, 洪水等极端水文事件发生更加频繁. 青藏高原河流源区水文气象观测资料稀缺, 是河川径流变化及其影响研

究的重大挑战. 青藏高原水文研究亟需结合最新观测与模拟技术, 提高水循环观测与模拟能力, 深入认识青藏高原

河川径流复杂性及其变化规律, 为径流变化的影响评估及其应对提供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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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青藏高原河流及其流域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 被称为世界

“第三极”, 也是黄河、长江、澜沧江、怒江、雅鲁藏

布江以及印度河等亚洲主要河流的发源地. 黄河发源

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的约古宗列盆地, 一般认

为正源为约古宗列曲(玛曲); 长江发源于唐古拉山脉各

拉丹冬峰西南侧, 一般认为正源是沱沱河, 但也有研究

者认为正源是当曲[1]; 澜沧江(出国境后称为湄公河)正
源为扎阿曲, 发源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扎

青乡的果宗木查山. 此3条水系发源地合称为三江源

区 , 其中黄河、长江和澜沧江源区面积分别为

16.7×104, 15.9×104和3.7×104 km2. 黄河、长江和澜沧

江最终流入太平洋.
怒江发源于唐古拉山南麓的将美尔岗尕楼冰川,

源流区河段为将美尔曲, 出境后称为萨尔温江(Salw-
een)[2]. 雅鲁藏布江发源于喜马拉雅山西段北坡的杰玛

央宗冰川, 其平均海拔超过4000 m, 是青藏高原最长的

河流, 也是中国坡降最陡的大河. 雅鲁藏布江出境后称

为布拉马普特拉(Brahmaputra)河, 是恒河的第二大支

流[3]. 狮泉河是印度河的源头, 发源于冈底斯山主峰冈

仁波齐峰北面的冰川湖. 雅鲁藏布江、怒江和狮泉河

最终都流入印度洋. 根据地形和水系特征, 青藏高原可

以划分出12个流域或子流域[4]. 其中, 除了上述河流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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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以外, 还包括阿姆河(Amu Dayra)、塔里木河、恒河

(Ganges)和河西走廊的小部分地区, 以及处于高原腹地

的内陆河流域和柴达木盆地(图1).
青藏高原作为河流源区, 为下游河流贡献的水量

相当可观, 因此素有“亚洲水塔”之称. 三江源区平均每

年分别向长江(直门达水文站)、黄河(唐乃亥水文站)和
澜沧江(香达水文站)下游供水1.26×1010, 2×1010和
4.66×109 m3[5], 分别占各流域径流总量1.3%, 34%和6%.
怒江上游(嘉玉桥水文站)年均径流量约占流域径流总

量(道街坝水文站)45%[6]. 雅鲁藏布江中上游径流量(羊
村水文站)占流域径流总量(奴下水文站)60%以上[7]. 青

藏高原冰川面积约5×104 km2, 占全国冰川总面积的

84%[8]. 冰川融水是补给河流源区及下游径流的重要途

径. 影响青藏高原河川径流变化的因素众多, 极其复杂.
青藏高原受到西风和季风两大环流系统影响, 气候复

杂多变, 是全球气候变化敏感区域, 气候变化是河川径

流变化的重要原因. 另外, 青藏高原冰冻圈分布广泛、

地形地貌和生态系统复杂多样, 气候变暖背景下青藏

高原冰雪加速消融、陆地生态系统水分利用效率变化,
流域下垫面变化也是河川径流变化的重要原因. 此外,
逐步增加的人类活动改变河流水文情势, 成为影响河

川径流变化的直接原因. 上述因素直接影响到“亚洲水

塔”的水源涵养功能, 将对下游地区水资源和生态产生

重大影响. 因此, 深入了解全球变化背景下青藏高原河

川径流变化规律及原因, 不仅具有重要科学意义, 还可

为应对其不利影响提供科技支撑.
已有大量研究关注青藏高原径流变化及其原

因[9~11], 但是河流源区径流变化影响下游区域的评估研

究相对比较少见. 本文回顾了青藏高原河川径流变化

及其对下游潜在的水文和生态影响, 指出当前青藏高

原水文观测匮乏的现状, 并试图提出相应的策略以推

动青藏高原水循环观测与模拟研究.

2 河流源区水文观测

由于受环境条件限制, 青藏高原地区水文观测一

直比较稀缺. 目前, 青藏高原研究中常用的、具有长期

观测径流资料的站点只有十几个[12](图1和表1). 这些径

流观测站点主要归属水利部门, 分布在青藏高原东部

和南部, 即黄河、长江和澜沧江源头, 以及雅鲁藏布江

流域. 青藏高原很多地区没有地面观测资料, 而遥感数

据在这一区域往往准确性较差[22], 因此, 可用的观测数

据很少,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青藏高原水循环研究.
近年来,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在青藏高原

积极开展野外观测网络建设, 进行了大量不同时空尺

度的水文观测实验, 部分研究者已将观测数据公开发

布, 以方便其他学者开展相关研究(表2). 已有的观测

实验主要基于零散分布的站点, 也有些基于观测网

络[28]. 从表2中可见, 这些观测站点大部分针对湖泊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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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青藏高原河流、流域边界及主要水文观测站
Figure 1 Rivers, basins and major hydrological stations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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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主要观测水位、水温、水质以及冰情等, 河川径流

观测站点依然很少. 此外, 表2中所公开的数据往往时

间较短, 难以支撑长期水文变化及其归因研究.
采用数据同化手段, 融合卫星/微波遥感数据、地

面观测资料以及模型模拟数据, 生成长时间、大范围

覆盖的水文过程数据是近年来的一个研究趋势. Yang
等人[27,28]基于多源数据开展了青藏高原土壤水数据同

化和反演研究. 尽管数据精度还有待提高, 这种方案对

于观测资料稀缺地区(如青藏高原)还是非常重要, 它在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此类区域观测数据获取问题.
总之, 青藏高原水文气象观测目前还非常稀少, 迫

切需要增加地面观测站点, 改善青藏高原野外科学观

测网络, 提高青藏高原区遥测技术的观测能力, 为青藏

高原水循环研究提供数据基础.

3 径流变化特征及原因分析

3.1 主要河流过去几十年径流变化趋势及其原因

1965~2000年间青藏高原源区主要出口(包括唐乃

亥、直门达、昌都和奴下站)的年平均径流没有显著

的变化趋势, 但年际波动较明显(图2(a)). 青藏高原源出

口站点的时段平均季节径流也没有明显的时间变化趋

势(图2(b)), 枯水期径流差别较小, 汛期径流差别较明

显. 除了20世纪80年代汛期最大流量出现在7月份, 其

他年代汛期最大流量都出现在8月份. 其中, 20世纪60
年代底汛期流量最大, 在这期间可能有较大或较多次

数的洪水事件. 黄河上游兰州站以上流域的吉迈、唐

克、玛曲、唐乃亥和兰州站年径流在1956~2009年间

呈现显著下降趋势, 其中蒸散发增加和吉迈-玛曲区间

降水的减少被认为是唐乃亥站以上径流减少的主要原

因[13]. 长江上游直门达站年径流在1961~2011年呈现微

弱增加趋势, 同期直门达站年径流与年降水量的线性

相关系数可达0.81[15], 降水量的变化决定了直门达年

径流的变化. 而长江源区沱沱河站年径流在20世纪50
年代末至2000年有增加的趋势. 长江源区的冰川面积

为1709.2 km2, 多年冻土广布, 多年平均雪水当量大于

5 mm[29], 源区径流增加除了与降水增加有关之外, 还

可能与气温升高、冰雪消融贡献增加有关. 澜沧江上

游香达站年径流在1956~2000年间的变化为, 1980年前

下降, 而之后呈微弱上升的趋势[16], 而香达以下的昌都

站年径流在1968~2000年呈现微弱增加趋势[17]. 塔里木

河上游的叶尔羌河径流呈线性增加趋势但不显著[20].
印度河上游海拔较高, 观测资料较少, 现有研究发现自

1970年至20世纪末, 上游站点没有明显的变化趋势[21].
目前青藏高原径流观测资料有限, 不同研究所用的径

流观测数据长度不同, 因此径流趋势研究可能存在不

表 1 青藏高原主要水文观测站信息及其径流变化a)

Table 1 Streamflow changes at the major hydrological stations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河流 站点 纬度(N) 经度(E) 站海拔(m) 集水面积(km2) 时段(年) 趋势 方法 文献

黄河 吉迈 33°46′ 99°39′ 3955 57000 1959~2009 - Mann-Kendall [13]
唐克 33°25′ 102°28′ 3435 7800 1981~2009 - Mann-Kendall [13]
玛曲 33°58′ 102°5′ 3435 109000 1960~2009 - Mann-Kendall [13]

唐乃亥 35°30′ 100°09′ 2700 122000 1956~2009 - Mann-Kendall [13]
兰州 36°04′ 103°49′ 1600 220000 1956~2009 - Mann-Kendall [13]

长江 沱沱河 34°12′ 92°24′ 4533 15924 1959~2000 + 年代际差异 [14]
直门达 33°01′ 97°14′ 3680 137704 1961~2011 + 线性趋势 [15]

澜沧江 香达 32°19′ 96°27′ 4235 1956~2000 + 线性趋势 [16]
昌都 31°08′ 97°10′ 3260 53800 1968~2000 + Mann-Kendall [17]

雅鲁藏布江 拉萨 29°38′31.09″ 91°08′48.65″ 3659 26225 1956~2011 + Mann-Kendall [18]
日喀则 29°17′ 88°54′ 3849 11121 1980~2011 + Mann-Kendall [18]
更张 29°45′ 94°09′ 3213 15581 1979~2011 + Mann-Kendall [18]
羊村 29°16′48″ 91°52′48″ 3500 153191 1956~2011 + Mann-Kendall [18]
奴下 29°16′12″ 94°20′24″ 2780 189843 1956~2011 + Mann-Kendall [18]

怒江 嘉玉桥 30°52′41.43″ 96°11′53.13″ 3182 1980~2000 + Mann-Kendall [19]
叶尔羌河 卡群 37°58′48″ 77°12′ 1620 1954~2004 + 线性趋势 [20]
印度河 卡丘拉(Kachura) 35°26′48″ 75°26′44″ 4789 115289 1970~1997 无明显趋势 [21]

a) -表示下降趋势; +表示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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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的结果[15,30].
雅鲁藏布江干流上的羊村和奴下两站, 以及支流

的拉萨、日喀则和更张站的年径流在1956~2011年呈

微弱增加趋势[18]. 长江直门达和雅鲁藏布江的羊村、

奴下、日喀则、拉萨、更张等站点的年径流与年降水

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均在0.8以上[15,18]. 奴下站

的径流与积雪基本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31]. 因此, 主
要河流的年径流变化主要受降水变化控制. 雅鲁藏布

江的拉萨站5~6月份的径流与积雪具有显著正相关[32],
可见, 春季冰雪融水增加对拉萨河年径流增加也起到

了一定的作用 . 怒江干流的嘉玉桥站年径流在

1980~2000年呈上升趋势, 主要是由于11月与次年4月
径流增加引起[19].

青藏高原河川径流变化大多与气候变化有关, 其

中最主要的气候影响因子是降水, 其次是气温. 由于青

藏高原5~9月暖湿季节的降水可占年降水量的80%以

上[33], 因此暖湿季节的降水主导了径流的年际变化. 气
温主要影响径流的季节变化, 且气温的影响具有双重

作用. 一方面气温升高使冰雪消融加速, 从而提高春季

径流补给量; 另一方面气温升高有助于蒸散发消耗加

强, 从而抵消冰雪消融的补给. 在干冷季节, 拉萨河流

域气温与径流呈显著正相关, 同期径流随气温增加而

增加. 但是这种显著正相关到了暖湿季节就被降水的

强力影响所掩盖[32]. 在黄河源区, 尽管降水有微弱增

加、气温也呈显著增加, 但源区的径流在1955~2005年
间呈现微弱下降趋势. 常国刚等人[34]认为这是由于黄

河源区蒸散发消耗增加大于冰雪消融补给. 怒江的嘉

玉桥站干冷季节径流增加是导致年径流增加的主要原

因[19]. 不同于黄河上游, 嘉玉桥站干冷季节径流增加是

由于冰雪消融补给大于蒸散发消耗增强造成. 气候变

化引起的冻土层变化对径流的影响不容忽视; 青藏高

原地区气温上升导致冻土层位置下降、融冻时间缩短,
从而减少径流量[30]. 此外, 积雪覆盖的辐射加热作用对

青藏高原地表水文过程也有一定的调节作用[31].
青藏高原及周边的人类用水活动主要集中在黄河

流域唐乃亥站以下和兰州站以上地区(比如有兰西城

市群, 以及龙羊峡、李家峡和刘家峡等大型水库)、雅

鲁藏布江的拉萨河下游和年楚河下游(拉萨-日喀则城

表 2 青藏高原水文过程相关观测与同化数据集a)

Table 2 Hydrological processes related observations and assimilative dataset

类型 观测范围 观测指标 时段(年) 来源

站点观测 慕士塔格水文站 水位、冰情、水质 2013~2017 慕士塔格西风带环境综合观测研究站,
doi: 10.11888/Ecology.tpe.249460.db

站点观测 慕士塔格水文站 土壤温度和湿度 2013~2016 慕士塔格西风带环境综合观测研究站,
doi: 10.11888/Hydrology.tpe.249426.db

站点观测
扎日南木错、巴木错、达瓦

错、达则错和蓬错湖泊
水位 2010~2017 [23]

站点观测 阿里、玛曲、那曲 土壤水和土壤温度 2008~2016 [24]

站点观测 然乌湖 水位、水温 2009~2016 中国科学院藏东南高山环境综合观测研
究站, doi: 10.11888/Hydrology.tpe.70.db

站点观测
中国科学院藏东南高山环境

综合观测研究站
土壤湿度和温度 2007~2016 中国科学院藏东南高山环境综合观测研

究站, doi: 10.11888/Ecology.tpe.72.db
站点观测 纳木错 水位 2007~2016 纳木错多圈层综合观测研究站

站点观测 青藏高原中部 土壤湿度和温度 2010~2014 [10]
站点观测 班公错、达则错 水温 2012~2013 [25]

站点观测 班公错 水位 2013 阿里荒漠环境综合观测研究站, doi:
10.11888/Hydrology.tpe.249427.db

站点观测 绒布河 流量 2010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doi:
10.11888/Hydrology.tpe.64.db

站点观测
纳木错(你亚曲、曲嘎切、

扎当、昂曲) 流量 2006~2008 姚檀栋, doi: 10.11888/Hydrology.
tpe.249299.db

站点观测 帕隆藏布 流量 2007~2008 姚檀栋, doi: 10.11888/Hydrology.
tpe.249298.db

同化数据(卫星遥感、模型、观测) 青藏高原 土壤水 2008~2016 [26]
同化数据(微波遥感、模型) 青藏高原 土壤水 2002~2011 [27]

a) 信息来自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http://www.tpedataba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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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带). 人类用水活动主要体现上述有限地区的城市用

水、农田灌溉、水库大坝拦截等. 除此之外, 人类用水

活动对青藏高原径流的影响十分有限. 研究显示, 其他

人类活动如草地生态工程显著促进了地表蒸散发过

程、减少了丰水期径流, 其减少幅度约占同期平均径

流量的16%; 但蒸发增加同时导致大气水汽含量增加,
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降水[35]. 需要指出的是, 人类活动

在地表植被变化以及径流变化中到底产生了多大影响

仍然不是十分清楚, 需要更深入的研究以加深对青藏

高原社会-生态系统的理解[36].
总体来说, 青藏高原河川径流在最近十几年的变

化趋势主要受降水影响, 其次是冰雪融水[37], 部分区域

径流变化与蒸散发和土壤储水量变化也有一定关

系[38]. 青藏高原东南部的河川径流呈减少趋势, 主要是

因为降水减少和地表蒸散发增加. 在青藏高原永久冻

土和冰川覆盖大的西北部地区, 储水量变化对径流变

化趋势影响显著.

3.2 径流年内分布的变化

图3展示了黄河流域唐乃亥站(1910~2000年)、长

江流域直门达站、澜沧江流域昌都站和雅鲁藏布江流

域奴下站1950~2000年际平均月径流量. 从图中可以看

出唐乃亥、直门达、昌都和奴下站的年内径流分配很

不均匀. 径流峰值基本与降水和气温峰值同期出现, 均
在6~9月间, 奴下站的径流远远大于唐乃亥、直门达和

昌都站径流, 其峰值可以达到其他站的4倍左右. 20世
纪40~70年代唐乃亥站的径流呈双峰型, 其他站径流为

单峰型分配. 径流年内分配在不同站有不同的变化特

征. 唐乃亥站年内径流的第一和第二个峰值分别出现

在7和9月. 1960和1980年9月以后的径流偏高, 而1980
和2000年6, 7月值偏高. 20世纪60和80年代为丰水期,
20世纪70和20年代为相对枯水期. 直门达站峰值出现

的月份在20世纪50, 60, 80和90年代为7月, 而在20世纪

70年代和21世纪初峰值出现在8月,年内干冷季节(10月
至次年4月)的径流变化很小.昌都站与直门达站的年内

径流分配有相似之处, 20世纪50~90年代峰值出现在7
月, 21世纪初峰值甚至出现在9月份. 昌都站的丰水年

为20世纪60, 80年代和21世纪初, 这与直门达和唐乃亥

稍有不同. 奴下站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异常丰水期, 而
其他年代则接近平均状态. 4个源区出口径流的共同特

(b)

径
流

 (m
3  s

−1
)

径
流

 (m
3  s

−1
)

年份

(a)

1950s
1960s
1970s

1980s
1990s
2000s

图 2 青藏高原源区主要出口水文站(包括唐乃亥、直门达、昌都和奴下站)总径流的年平均变化(a)和年代际季节变化特征(b)
Figure 2 Annual streamflow (a) and seasonal streamflow (b) at the major outlet stations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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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20世纪60年代为丰水年, 20世纪50, 70, 90年代径

流相对偏少. 这与同期高原上降水异常偏多(少)有关,
而年内变化与降水的季节分配变化有关. 干冷季节各

个站点的径流变化较小.
图4为黄河源区吉迈、长江源区沱沱河、澜沧江

上游香达及雅鲁藏布江支流拉萨河拉萨站的年代际月

平均径流. 与图3所示站点不同, 图4中的站点均在青藏

高原的高海拔地区. 吉迈站径流年内分布在20世纪80
年代和21世纪初具有双峰型分布特征, 而其他源区水

文站均是单峰型. 从具有长时间序列的吉迈和拉萨站

可以看出6月以前和9月以后(即干冷季节)的径流均随

年代推移有所增加. 吉迈和香达站峰值大部分出现在7
月, 而沱沱河和拉萨站的峰值在8月份. 所有站在7~9月
的径流变化没有明显趋势, 还是主要与降水变化有关.
图3所示的水文站均处高海拔地区(> 3600 m), 水文站

控制流域内的多年冻土、冰川和积雪分布广, 随着年

代增加和气温升高, 干冷季节冰雪消融补给增加可能

是导致春秋季节径流随时间增加的原因[33], 与高原气

温变暖有关.

3.3 降水与冰川积雪变化

青藏高原多年平均降水自东南向西北减少. 近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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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黄河唐乃亥站(a)、长江直门达站(b)、澜沧江昌都站(c)、雅鲁藏布江奴下站(d)年代际逐月平均径流
Figure 3 Seasonal streamflow at the Tangnaihai sta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a), the Zhimenda st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b), the Changdu station of
the Lancangjiang River (c), and the Nuxia station of the Yarlung Zangbo River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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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青藏高原总体呈现暖湿化的趋势, 但降水变化

的区域差异很大[9,10,39]. 气象台站资料显示, 1984~2006
年青藏高原东部、西北部和南部的年降水量在减小,
而东北部、中部的年降水量却在增大[10]. Cuo等人[40]分

析网格化的降水站点资料也显示1957~2009年青藏高

原东部和西北部变干而中部变湿的趋势. 由于青藏高

原多条河流的径流和降水在年际变化上有显著正相关,
降水的年际变化势必影响径流的年际变化[10].

青藏高原的冰川和积雪主要分布在喜马拉雅山

脉、昆仑山脉、喀喇昆仑山脉、横断山脉、祁连山脉

等地区. 根据Chen等人[41]整理的1982~2015年间青藏高

原年积雪覆盖资料,喜马拉雅山脉、西昆仑山脉、喀喇

昆仑山脉和帕米尔高原的积雪覆盖率显著减少, 而高原

中部和北部积雪覆盖率显著增加. Li 等人 [42]指出

2001~2014年怒江、印度河和叶尔羌河流域的积雪覆

盖率微弱下降,而黄河、长江、澜沧江的积雪覆盖率有

略微上升的趋势; 整体来看, 青藏高原平均积雪盖率有

微弱下降的趋势. 2003~2014年间雅鲁藏布江流域年平

均积雪覆盖率呈现微弱减少趋势, 但1和3月的积雪覆

盖率则有微弱上升趋势[32]. 雅鲁藏布江流域年均积雪

深度在1980~2016年呈显著下降趋势(−0.24 mm/a)[32].
青藏高原的冰川变化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43].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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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黄河源区吉迈站(a)、长江源区沱沱河站(b)、澜沧江上游香达站(c)和雅鲁藏布江支流拉萨河拉萨站(d)年代际逐月平均径流
Figure 4 Seasonal streamflow at the Jimai sta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a), the Tuotuohe st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b), the Xiangda station of the
Lancangjiang River (c), and the Lhasa station of the Yarlung Zangbo River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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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 横断山脉的冰川面积和长

度急剧退缩, 冰川长度退缩速率达48.2 m/a, 面积每年

退缩0.57%.冰川退缩速率从高原南部向高原中部减少.
冰川物质平衡是表征冰川状态的直接指标, 根据15个
冰川观测的物质平衡结果, Yao等人[43]发现喜马拉雅山

脉的冰川物质亏损最大, 平均在−930 mm/a. 青藏高原

中部的冰川物质亏损相对小于高原南部, 而西部帕米

尔高原的慕士塔格冰川则有正物质积累(250 mm/a).
青藏高原陆地总储水量变化也展现出明显的区域

差异. 利用GRACE数据, Meng 等人[44]指出2003~2014
年青藏高原中部总储水量增加, 而周边地区减少. 按流

域来看, 高原中部内陆河、长江和黄河上游流域的降

水增加使得陆地总储水量增加; 雅鲁藏布江和印度河

的陆地总储水量减少, 可能与冰川储量变化有关.

4 未来径流变化趋势预估

4.1 年径流总量预估

青藏高原气温上升幅度明显大于全球平均升温幅

度[11], 这一趋势可能在未来还会持续[45], 势必影响未来

径流、蒸发等水文要素的变化. 预估研究显示, 青藏高

原河流源区径流未来几十年整体呈上升趋势 [46~49].
Lutz等人 [ 4 6 ]利用全球气候模式比较计划第五阶段

(Coupled Model Intercomparison Project Phase 5,
CMIP5)中4个全球气候模式(GCM)的气候数据驱动水

文模型, 模拟预估了不同代表浓度路径(representative
concentration pathways, RCP)气候变化情景下印度

河、布拉马普特拉河(Brahmaputra)、恒河、怒江和澜

沧江上游的径流变化. 该研究结果显示, 相对于1998~
2007年, 各源区径流在2041~2050年将增加2%~14%. 其
中, 在RCP8.5情景下, 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和印

度河上游年径流在2041~2050年将分别增加5.0%,
9.1%, 11.0%和2.1%. Su等人[47]基于CMIP5的20个GCM
气候数据, 驱动了耦合度日因子冰川消融模块的大尺

度陆面水文模型VIC-glacier(variable infiltration capa-
city), 预估了长江、黄河、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

江和印度河上游的径流变化. 该研究结果显示, 在

RCP2.6, RCP4.5和RCP8.5情景下, 相对于基准期

(1971~2000年)各源区径流未来近期(2011~2040年)将
呈稳定或微弱增加的态势, 而在未来远期(2041~2070
年)各源区径流将增加2.7%~22.4%. 其中, 黄河、长

江、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和印度河上游年径流

将分别增加10.7%~21.4%, 2%~5%, 4.8%~8.7%, 7.7%~
13.5%, 6.7%~14.4%和6.3%~22.4%. 虽然上述研究使用

的水文模型和GCM个数各不相同, 但这些预估结果都

一致表明在长江、黄河、澜沧江和怒江上游等季风主

导的源区流域, 未来降雨径流增多是径流增加的主要

原因; 在西风主导的印度河上游, 接近或超过50%的未

来径流增加是由于冰川融水径流增加; 对于同时受到

西风和季风影响的雅鲁藏布江流域, 约14.0%~35.0%的

未来径流增加来自冰川融水径流的增加[46,47].
Zhao等人[48]利用5个CMIP5气候模式的统计降尺

度数据驱动VIC-glacier模型, 预估了长江、黄河、澜沧

江和怒江上游及雅鲁藏布江流域未来径流变化趋势.
结果显示, 在RCP2.6和RCP4.5情景下, 未来上述流域径

流都呈增加趋势. 相对于1971~2010年, 21世纪末长

江、黄河、澜沧江、怒江和雅鲁藏布江年总径流量将

分别增加14%~19%, 8%~12%, 15%~33%, 9%~22%和

16%~31%. 该研究还表明, 各源区径流增加主要是由于

降雨径流增加所致, 冰川融水径流的作用有限. Luo 等

人[49]基于4个CMIP5模式和SWAT(soil water assessment
tool)水文模型, 预估了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的未来径流

变化. 结果显示, 在RCP8.5情景下, 相对于1966~1995
年, 新疆塔里木河流域各支流在21世纪末将增加9%~
44%, 其中约39%来自冰川融水径流增加的贡献.

由此可见, 尽管已有径流预估研究使用的基准

期、预估时段、气候情景、模型个数以及降尺度方法

各不相同, 但得到了比较一致的结论: 季风主导的源区

流域(长江、黄河、澜沧江、怒江和雅鲁藏布江源区

流域 )由于降雨径流增加导致未来径流呈上升趋

势[46~48,50], 西风主导的印度河上游和受冰雪影响的塔

里木河流域上游由于冰川融水径流增加导致其未来径

流也呈现增加趋势.

4.2 径流的季节变化与极端事件

一些研究显示, 季风主导的长江、黄河、澜沧

江、怒江、雅鲁藏布江流域径流的季节分配特征在未

来可能保持不变, 未来径流增加将主要集中在降水较

多的暖湿季节(5~10月)[46,47]. 这些研究基本没有考虑冻

土融化对径流的影响. Zhao 等人[48]考虑了冻土融化对

径流的影响, 认为在RCP2.6和RCP8.5情景下21世纪末

黄河、长江、怒江、澜沧江和雅鲁藏布江的径流在暖

湿季节变化较小. 相对于基准期(1971~2010年)变化范

围在−11%~23%之间 , 而在干冷季则将增加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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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干冷季径流增加幅度远大于暖湿季.该研究认为

由于冻土层消融深度持续增加, 导致暖湿季下渗率增

强, 从而使得干冷季径流增加. 受积雪提前消融的影

响, 西风主导的印度河早春季节径流将显著增长[47,51].
Su 等人[47]在研究中指出, 未来近期(2011~2040年)夏季

径流相对于基准期(1971~2000年)将减少, 而早春季节

径流将呈增加趋势; 在未来远期(2041~2070年), 早春

和夏季径流都将呈增长趋势.
青藏高原河流源区未来径流极端事件变化主要体

现在洪水频率和强度增加[51~54]. Hoang等人[53]基于

CMIP5的5个模式分析了湄公河未来径流的季节变化

和极端事件的发生概率, 指出在RCP4.5和RCP8.5情景

下, 未来(2036~2065年)洪水的量级和频率相对于基准

期(1971~2000年)均会增加, 且主要集中在6~11月. 此

外, 随着气候的持续变暖, 高原冰雪提前消融, 进一步

增加了洪水发生的概率[55]. Lutz 等人[51]基于4个CMIP5
模式的预测结果显示, 受西风控制的印度河上游, 由于

受降水和冰雪消融的共同作用, 未来发生极端洪水的

强度和概率都将增加.

4.3 未来冰川径流的演变

在冰雪融水补给为主的流域, 气候变暖背景下河

川径流的长期演变趋势有其自身的特点. 随着气温升

高, 冰川加速消融使得冰川融水增加, 短期内可能导致

河川径流增加. 但从长期来看, 随着冰川的持续亏损,
冰川储量逐步减少, 冰川融水径流终将枯竭. 冰雪融水

补给为主的流域河川径流由增加转变为下降的“拐点”
时间及其相应的径流量对水资源利用与管理具有重要

意义. 河川径流“拐点”出现时间是流域冰川融水径

流、积雪融水径流、降雨产流等叠加的结果, 其中冰

川融水径流的“拐点”尤其受到关注. 冰川融水径流“拐
点”出现的时间不仅与升温幅度有关, 还取决于流域的

冰川面积、冰川占比以及所处的地理位置[56,57]. 大型

冰川将延迟“拐点”的到来时间, 而以小冰川为主的低

纬度冰川流域, “拐点”往往已经或即将到来[58]. 在以季

风为主导的流域, “拐点”时间与夏季降水的变化有

关[56]. “拐点”出现时间与升温幅度的关系比较复杂, 快
速升温可能使“拐点”提前或延后. 例如, 已有研究表明

增温强烈的气候情景模式所对应的冰川融水“拐点”更
加靠后, 这是因为升温使得冰川快速消融, 从而抵消了

冰川面积变小带来的冰川融水径流减少的影响, 从而

使得“拐点”时间延后[56].

流域冰川融水径流模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目

前模拟预估的冰川融水径流变化趋势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所使用的气象输入和水文模型. 由于以往研究采用

的水文模型、气象驱动数据不同, 相关研究得到关于

青藏高原冰川融水径流未来变化趋势的结论存在一定

差异. Lutz等人[46]基于4个GCM的预估结果显示, 在

2050年之前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上游冰川融水

径流对总径流的贡献基本保持不变, 而印度河上游冰

川融水径流贡献将持续增长. 但Lutz等人[51]使用新的

气象输入和统计降尺度方法开展预估研究发现, 在

RCP8.5情景下印度河上游冰川融水径流对总径流的贡

献可能持续降低. 该研究认为冰川融水径流预估存在

巨大不确定性, 主要是由于降水预估的不确定性引起

的. Su等人[47]基于CMIP5的20个GCMs的气候输出和

VIC-glacier模型的预估结果显示, 印度河上游冰川融

水径流对总径流的贡献在2070年底前将持续增加, 是

印度河上游未来径流增加的主要原因. 长江、黄河、

澜沧江、怒江和雅鲁藏布江上游未来冰川融水径流呈

增加的趋势, 但是由于冰川融水径流在总径流中的占

比相对较小, 只有在雅鲁藏布江冰川融水径流增加对

总径流量有较大的影响(14.0%~21.0%). Huss和Hock[57]

基于14个GCMs的输出和月尺度的冰川物质平衡模型

预估了RCP2.6, RCP4.5和RCP8.5三种情景下全球56个
流域冰川径流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结果显示, 目前45%
流域的冰川融水径流“拐点”已经出现, 其余流域的冰

川融水径流“拐点”将在未来几十年到来, 但是仍有

22%流域的“拐点”预计在2050年之后才会出现. 在青

藏高原及其周边(印度河、黄河、澜沧江、怒江和雅

鲁藏布江等)大部分河流源区, 冰川融水径流预计在

2050年之前都将持续增长, 到达“拐点”之后将逐渐减

少. Luo等人[49]基于4个CMIP5模式和SWAT水文模型

的预估结果则显示, 塔里木河流域的冰川融水径流的

“拐点”即将出现(在2016~2045年期间). Zhao等人[48]利

用统计降尺度后的5个GCM气象资料预估了RCP2.6和
RCP4.5情景下黄河、澜沧江、怒江和雅鲁藏布江流域

径流对未来气候的响应. 结果表明, 在RCP4.5情景下,
长江流域冰川融水径流的“拐点”将在21世纪20年代出

现, 而黄河、澜沧江、怒江和雅鲁藏布江等河流源区

的冰川融水径流峰值在21世纪初就已经出现了. 由于

研究使用的基准期、预估时段、气候变化情景和降尺

度方法的不同, 以及冰川径流模拟模型本身的不确定

性[59], 河流源区冰川融水径流“拐点”预估仍存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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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确定性.

4.4 未来径流变化预估的不确定性来源

水文模型是河川径流模拟和预估的重要工具, 其

不确定性来源主要包括水文模型的输入数据、模型参

数, 以及模型对物理机制的描述等方面. 水文模型输入

数据主要来自GCM输出的气候资料降尺度数据, 因此

GCM预估结果及其降尺度方法是径流预估不确定性的

重要来源. 青藏高原地处偏远、地形复杂、水文气象

观测不足, 是典型的资料稀缺地区, 给径流预估带来了

很大的不确定性. GCM是未来气候变化情景预估的主

要数据来源, 但是由于受到模拟空间分辨率的限制, 对
高原复杂地形考虑不足, 在青藏高原区域预估结果往

往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60]. 粗空间分辨率的GCM气候

资料降尺度到水文模拟尺度时需要地面观测资料来检

验和验证, 青藏高原观测资料严重不足使得该区域降

尺度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此外, 青藏高原广泛发育

着冰川、积雪、冻土, 冰冻圈变化对气候变暖十分敏

感. 冰冻圈变化不仅包括冰冻圈本身水体相态转换影

响水循环, 还通过改变土壤特性、地貌形态、植被生

长、区域气候等影响水文过程. 尽管目前冰冻圈变化

的水文效应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 但是还有许多

物理机制认识尚不十分清楚, 模型还不足以考虑复杂

的过程与影响机制, 这也给青藏高原河川径流模拟与

预估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5 径流变化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5.1 河流源区径流变化对下游的影响

河流源区径流变化不仅会影响到源区的生态环境,
还将对河流下游水资源和水灾害产生重要影响. 在湿

润区, 随着流域面积增大及河流源区面积占比下降, 河
流源区径流对下游的贡献与影响会被逐渐“稀释”和
“淡化”[46]. 但是在内陆干旱区, 下游降水较少, 河流源

区径流变化对下游的贡献与影响较大. 我国西北内陆

干旱区冰川融水径流占出山口径流总量的25%~29%,
其中塔里木河冰川融水径流占出山口径流总量的40%
左右[61]. 据报道, 自1961年以来, 塔里木河流域源头冰

川融水增加导致径流增加约13%[62]. 1971~2000年间,
冰川融水径流对黄河、澜沧江、长江、怒江等河流源

区径流总量的贡献率小于10%,对雅鲁藏布江和印度河

的源区径流总量的贡献率分别约为15%和45%. 冰雪融

水对恒河和布拉马普特拉河下游径流的贡献比例分别

为10%和27%[63].
已有观测证据表明, 随着气候变暖, 欧洲阿尔卑斯

山及中亚天山地区一些以冰川融水补给为主的河流径

流年内分布变化, 春季冰川融水径流增加, 夏末径流减

少, 导致季节性洪水和水资源短缺[64], 从而影响冰川流

域的水力发电、农业、旅游和文化[65]. 冰川加速消融

也可能导致新疆和西藏地区冰川流域的消融季洪水更

加频繁、枯水季供水不足. 例如, 2015年夏季南疆地区

高温导致多条河流发生冰雪消融性洪水, 叶尔羌河、

玉龙喀什河、喀拉喀什河超警戒流量持续时间半个月

以上, 造成洪水灾害[66].
冰川融水径流除了对下游河流、湖泊等水体径流

和水位产生影响之外, 也可能增加土壤含水量、补给

壤中流等影响地表产流过程, 从而改变下游河道径流,
这一影响过程往往更具有长期性[67]. 黄河源区径流受

冰川融水影响较大, 但汛期则以降水为主, 因此源区出

口(唐乃亥站)汛期径流减少与源区降水减少导致的径

流变化有较大关系[68]; 枯季地下水是径流的重要补给

来源, 枯季径流的年际变化可能与冰雪融水有较大关

系[69]. 雅鲁藏布江从上游到下游受地下水补给和融水

补给的比例逐渐增大, 近年来在全球变暖导致冰川退

缩加剧的背景下, 上游融水径流变化对下游的影响可

能更为显著和深刻[67]. 长江源区冰川在20世纪90年代

之后发生了较大规模的退缩, 可能导致源区出流径流

量增加约1.9×107m3[70].
尽管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已有的径流预估研究表

明, 我国大部分冰川流域的冰川融水径流峰值近十几

年内出现, 之后冰川融水径流将减少[48,49]; 大部分冰川

流域的夏初冰川融水增加, 夏末冰川融水减少, 部分月

份径流量减少10%以上[57]. 总的来说, 目前源区冰川非

突变性的退缩引起的径流时空变化尚难以对源区下游

干流径流变化造成根本性的影响[67]. 冰川加速消融可

能在短期内提供更多的水资源, 对下游地区供水和生

态修复产生积极作用, 但从长期来看随着冰川持续亏

损, 冰川融水径流增加变得不可持续[67].

5.2 河川径流变化的潜在风险及应对

应对青藏高原河川径流变化的影响, 不仅是青藏

高原及其周边地区面临的严峻挑战, 也是重大的机遇.
青藏高原是亚洲许多民族“母亲河”的发源地, 河流源

区径流变化得到亚洲乃至世界各国的共同关注.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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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应对青藏高原河川径流变化带来的共同挑战, 可

以促进亚洲文明交流互鉴, 推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青藏高原河流下游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 在应对河

川径流变化等环境问题时极其脆弱. 青藏高原河流下

游地区人民对源区径流变化的关切, 本质上是为了满

足自身安全与发展的诉求. 面对提高应对环境变化能

力的共同需求, 青藏高原周边国家有望将其转化成共

同前进、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动力, 从而促进区域

发展与繁荣.
河川径流变化是青藏高原环境变化产生重大社会

经济影响的指示器. 青藏高原河川径流变化或对水资

源和生态环境带来潜在风险, 然而目前还缺乏对青藏

高原径流变化的深入认识, 已有科学观测与研究尚不

足以有效支撑应对其影响的科学决策. 随着青藏高原

径流变化的资源环境效应突显, 必将对“亚洲水塔”水
源地保护的科学观测与研究提出更高要求, 以加深对

青藏高原河川径流变化规律的认识, 提高径流模拟和

预测能力, 从而为应对源区径流变化的影响提供科技

支撑.
在加强科学研究提升科学决策能力的同时, 应对

策略需要基于青藏高原径流变化的已有认识, 并参考

全球升温背景下其他高寒山区径流变化的规律. 例如,
在升温背景下, 我国部分冰川流域在冰川退缩的同时

径流有所增加. 国外已有不少观测和模拟研究显示冰

川消融短期导致径流增加, 但是长期而言冰川退缩枯

竭之后导致径流急剧减少[71]. 因此, 我国冰川流域在积

极利用冰川加速消融带来水资源增加的短期红利的同

时, 可以未雨绸缪, 认识到冰川融水增量的暂时性, 避

免错误判断区域水资源承载力, 提前防范水资源安全

风险.

6 结论与展望

6.1 主要结论

总体来说, 青藏高原河流源区径流变化受人类活

动影响相对比较小. 过去几十年来, 青藏高原大部分河

流源区径流没有显著的变化趋势, 但是黄河源区径流

有减少趋势, 长江源区有微弱增加趋势, 降水变化和冰

雪加速消融是径流变化的主要原因; 黄河上游、澜沧

江上游、沱沱河、拉萨河等河流源区的春秋季节径流

随年代推移有增加趋势.
模拟预估结果显示, 未来青藏高原河流源区径流

将整体呈上升趋势. 在季风占主导的源区流域(如长

江、黄河、澜沧江和怒江上游), 其未来径流增加主要

是降雨增多所致. 在西风占主导的印度河上游和受冰

雪影响较大的塔里木河流域上游, 未来径流增加主要

是由于冰川融水径流增加所致. 长江、黄河、澜沧

江、怒江、雅鲁藏布江等河流源区的径流季节分配在

未来变化不明显; 印度河流域则受积雪消融提前的影

响, 未来早春季节径流将显著增长. 青藏高原河流源区

未来洪水等径流极端事件发生频率和强度都将增加.
对于河源区径流占比较大及受冰川融水影响较大

的流域(如黄河、内陆干旱区、雅鲁藏布江和塔里木

河), 源区径流变化对下游河流的水文和生态具有不可

忽视的影响. 冰川径流的增加短期内可以给下游提供

更多的水资源, 且有利于下游生态修复. 然而, 冰川持

续减少使得冰川径流增加不可持续; 而且, 未来冰雪消

融加速导致春季洪水发生频率增加将会明显加重下游

灾害风险.

6.2 研究展望

青藏高原河川径流变化影响了河流源区及河流下

游的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 是青藏高原环境变化

产生重大社会经济影响的指示器. 然而, 目前科学观测

与研究尚不足以有效支撑应对河流源区径流变化影响

的科学决策, 因此亟需结合最新观测与模拟技术. 一方

面增强“亚洲水塔”水源地监测与科学观测能力, 加强

对青藏高原河流、湖泊、冰川、冻土、积雪、地下水

等水循环相关要素的观测; 另一方面加强河川径流的

模拟和预测能力, 耦合区域地球系统模式评估河川径

流变化的综合影响, 为应对青藏高原河川径流变化提

供科技支撑.
受自然条件限制, 青藏高原水文气象资料极为稀

缺, 生态环境观测与研究能力不足, 大多数水文观测站

点分布在下游河谷地区, 野外科学观测台站则主要集

中在青藏高原中部与上游冰川区. 为了进一步提升“亚
洲水塔”水源地保护性观测与研究能力, 青藏高原水循

环观测应该集成卫星遥感、探空与地面等多源观测手

段, 从站点径流观测拓展到河流系统观测及流域水文

要素观测, 完善从上游冰川到下游河谷的高寒山区水

循环综合观测网络.
青藏高原地形地貌复杂, 气候敏感多变, 地表过程

与大气相互作用也异常复杂, 当前大多数气候与水文

模型无法体现较小尺度冰冻圈变化和微尺度地形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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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模拟表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 为了更好地预估河

流源区径流演变, 青藏高原水文模拟应该针对高原特

有的复杂地形开展高寒山区水文地貌高精细模拟, 从

大尺度(空间分辨率10 km)向中尺度(100 m)及精细尺

度(5~30 m)发展, 在模型中显式考虑冰冻圈动态、地下

水、冻融侵蚀与形变等精细尺度上十分重要的水文地

貌过程, 完善考虑多圈层过程相互作用的水文模型.
青藏高原被称为“亚洲水塔”, 是亚洲大河文明的水

源地, 河流源区径流变化将对下游地区水资源和生态

环境产生重大影响, 然而目前对流域上下游之间的关

联以及河流源区变化对下游的潜在复杂影响认识尚不

十分清楚. 为了更好地评估“亚洲水塔”变化的社会经济

影响, 青藏高原水文研究应当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立足

青藏高原开展高寒山区水文变化对下游社会经济和生

态环境影响的战略前瞻性基础研究. 从高寒山区拓展

到亚洲大河流域社会经济系统, 及河流与滨海生态环

境等青藏高原河川径流影响范围. 在区域地球系统模

式中加强高寒山区水文过程与生物及生物地球化学过

程、社会经济过程的耦合, 综合评估“亚洲水塔”对全球

环境变化的响应及其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影响.

致谢 感谢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姚檀栋、邬光剑、张凡研究员,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张橹教授, 美国德

克萨斯农工大学Huilin Gao教授等, 在本文撰写过程中提供的支持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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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for “青藏高原河川径流变化及其影响研究进展”

Streamflow change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its
imp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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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tangqh@igsnrr.ac.c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QTP), also often called the Third Pole, is considered the Asian Water Tower because it is the
source of many major Asian rivers. The environmental change on the QTP can affect the climate system over the
surrounding area, and the changes in glacier and river streamflow on the QTP will lead to cascading impacts in downstream
area where billions of people live.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ydrological observations and streamflow changes of the major
Asian rivers originating from the QTP. From the 1950s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streamflow on the QTP overall
shows large interannual variations but no significant trends. The monthly mean streamflows during the flooding seasons
are the largest in the 1960s for the outlet stations on the QTP. Annual streamflow in the source region of the Yellow River
decreased while that in the source reg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increased slightly. No significant trends of annual
streamflow have been reported for the other river source regions. The mean streamflows during peak season are relatively
large in the 2000s at the river source region (upper reaches) of most rivers on the QTP. An increasing trend of streamflow in
spring has been found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the Lancang River, the Tuotuo River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Lhasa River (of the Yarlung Zangbo River). The largest month of streamflow often appears in July for most
stations, but in August at the Lhasa and Nuxia stations which are located in the Yarlung Zangbo River. Streamflow changes
on the QTP could be mainly attributed to changes in snow and ice, as little influence from direct human activities were
found. However, the examination of the streamflow changes largely relies on the hydrological observations. So far, due to
data unavailability, we are still unclear about the long-term change in the streamflow on the QTP, especially the changes in
recent years. The changes in ice and snow pack on the QTP could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ownstream water
resources and ecosystem. As more water resources have been generated from ice/snow melting, from a long-term
perspective, water resources would be reduced along with shrinking and disappearing glaciers.
Hydrological projections under future climate change suggest that streamflow in most river source regions would

increase along with precipitation and increases in ice/snow melting, and hydrological extremes such as flooding would
occur more frequently. Large uncertainties across Generic Circulation Models (GCMs) and hydrological models have been
found in future projections of streamflow on the QTP. Reduction of ice/snow melting would aggravate the water stress
conditions for both the ecosystem and human society on the QTP and its downstream areas. Sparse hydro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s in the past, particularly in the remote region of the QTP, are a major limiting factor to studies on streamflow
change and its impacts. Further efforts are urgently needed to combine the advanced observation and modeling
technologies to improve the observation and simulation capabilities of the water cycle over the QTP, and to provid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upport for coping with the accelerated ice/snow melting, increasing hydrological extremes
and their impacts over the QTP.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Asian Water Tower, water cycle, streamflow,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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